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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罗本琦

摘　要：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２０世纪的中国人继续面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重使命，但２０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

沿着既往的道路继续前行，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点亮了２０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因为正是马克思

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但是，时代的呼唤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

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实践主体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

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从而成为“两个结合”的实践主体。中国革

命对新的科学理论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者有机统一，成为“两个结合”的

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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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结合”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重要论断。“两个结
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内涵和历
史进程的高度概括，而合力启动这一伟大历史进
程的，是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方面的
统一就是“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
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２］深
入考察“两个结合”逻辑起点，研究其背后的原因，
对于理顺“两个结合”的逻辑，总结历史经验，推进
新时代“两个结合”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一、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时代呼唤

中国自秦汉以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高度耦
合，一脉相承，即使是周期性的王朝更替和农民起
义，也不曾影响到体制与文化的传承。鸦片战争
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发展态势，西方人凭借坚船
利炮将这个古老的帝国裹挟到世界历史的潮流

中，使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革命”
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

社会革命才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开创
一个全新的中国；只有文化革命才能荡涤几千年
积淀的古老文化，重新塑造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文
化。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指导，鸦片战争
后，初步觉醒的精英们意识到国家和民族面临的
危险时，也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局限，开始寻求
新的理论来指导社会的变革。“正是这种强烈的
需要，激励着一批批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寻求真
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代西方思潮纷纷涌
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撞击，形成五光十色的
思潮相互交织的局面。于是，产生了‘经世致用’、
‘三民主义’等以改变中国命运为直接目的的理论
或思想，并在这些进步理论或思想指导下掀起了
‘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和试图通过制度改
革挽救危局的维新变法，以及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
初的民族民主革命。”［３］毛泽东把从鸦片战争到五
四运动期间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付出

的一切努力，归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则
是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旧民主革命的高潮。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

共和政体，使全方位改造旧世界成为可能。因此，
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实际影响也决
不局限于政治体制的变革。正如有学者评价辛亥



革命时所说：“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体，
它的意义不只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而且牵
动着整个社会以至思想文化等方面。”［４］９０但辛亥
革命终究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因为革命后的中国
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第一，辛亥
革命后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没有实现国家的真
正独立，没有摘掉中国人头上的“半殖民地”的帽
子。革命后的中国，其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仍受
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制约，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每一
个曾经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军政大佬的背

后，无不有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子。第二，革命建
立起来的“共和”政体徒具形式，而且十分不稳定。
革命所得，唯有“共和”之名，没有“共和”之实，即
便是形式上的“共和”也难免受到袁世凯称帝、张
勋复辟的冲击。一言以蔽之，辛亥革命没有实现
“社会革命”的目标。孙中山本人也在著名的遗言
中感叹：“革命尚未成功”［５］。第三，辛亥革命没有
摧毁封建意识形态，更没有适时地开展“文化革
命”。辛亥革命后没有形成支撑新的政治体系的
政治文化，更没有随着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在社
会层面普遍地移风易俗。封建意识形态仍然统治
着中国，宗法思想及其一整套的“规矩”仍然支配
着整个社会。辛亥革命后，曾有革命党人如是说：
民国代清之后，“中国的国门，只换了一块招牌，思
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６］。陈独秀先生也曾无奈
地说：大多数的中国人口头上不反对共和制度，但
他们脑子里装的都是封建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只
不过因为胆小，不敢堂堂正正地说出来。陈独秀
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复辟帝制后，那些反
对帝制的人们之中，一大半并不是真正地反对帝
制，而仅仅是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他们针对的是特
定的人，而不是制度。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整个
社会，投向广大的民间，还会发现：孕育了几千年
的宗法礼教，更是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刻
画的那样，照旧吃人。
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深刻的检讨，没有建

构新文化的行动，是鸦片战争后以救亡为主旨、以
制度革命为主要目标的民主革命的共同特征，也
是变革或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的
确有少数中国精英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的传统文

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不足，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

命党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努力引进西方制度文

化。但是，反观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中
国的精英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传统文化尤其是没

有把封建意识形态作为关注的重点，更谈不上对
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深刻的检讨。精英阶

层的觉醒主要表现为对殖民者的警惕，对民族危
亡的焦虑和对变革的期盼。在“怎么办”的问题
上，他们始终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窠臼。从洋务
运动到维新变法，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在“中体西
用”的原则下进行，以不改变封建秩序为前提。洋
务运动的初衷仅限于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学
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后来扩展到近代工业技术和
工业设备，至于中国既有的政治、文化甚至经济，
是不敢有丝毫触动的。即便如此，还要受到朝野
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阻挠。维新变法无疑前进了一
大步，他们把变革的空间拓展到政治体制与教育
等领域，开秦汉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之先河。但是，
维新变法也没有触动传统文化之根本，没有也不
敢触及帝制以及传统伦理的深层次问题。孙中山
先生自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后就萌发“倾覆清廷、创
建民国之志”［７］，且毕生致力于制度革命，于文化
革命则有所忽略。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孙中山领
导的革命党人是把推翻帝制与恢复汉人政权联系

在一起的，他的“共和”思想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
才彻底摆脱大汉族主义嫌疑，至于深刻检讨传统
文化，孙中山先生也还没有来得及重视。
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深刻的检讨，中

国人对“革命”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鲁迅先生在
《阿Ｑ正传》中不仅揭露了革命脱离广大群众的事
实，而且刻画了包括上流社会的人们把“革命”镶
嵌到传统意识形态因而“恶搞”革命的笑话。由于
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深刻的检讨，当“共和”到
来时，“突然的变化使人感到头晕目眩，对眼前出
现的各种复杂现象难以立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对
它行将带来的无数新问题既没有足够的精神准

备，更缺乏应对的经验。”［４］９９于是，封建意识形态、
一切旧的规矩和观念凭借其强大的惯性继续驱使

着共和时代的人们。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乱象告诉人们：“社会

革命”和“文化革命”仍然是２０世纪中国人必须面
对的双重使命，但是，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革命”和
“文化革命”不可能继续在既往的框架内完成，时
代呼唤新的科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迫切需要新的政治力量来领导２０世纪的中国革
命事业。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乱象昭示着鸦片战争后半个多

世纪向资本主义世界寻求真理的失败。当中国的
精英们陷于山重水复之迷茫时，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点亮了２０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８９８年，英国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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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泰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上
发表《社会进化论》的中文节译本。由于本书的作
者在书中提到马克思及其著作，这个英国人便成
为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外国人。到２０
世纪初，留日学生成为翻译有关著作、介绍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主要力量。虽然他们不是基于政治信
仰而介绍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
传播过程中，他们作出的重要贡献应当肯定。新
文化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

重大意义，而此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则直接开创
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首先是发端于１９１５
年的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把“文化革命”放到“社会
革命”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比较彻底地反思检讨传
统文化的同时，推进了思想的解放，为新思潮的传
播扫除了障碍。几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以其胜
利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给摸索
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以巨大的启示；第一次
世界大战让中国人开始怀疑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

一直紧跟着学习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理论；巴
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表演，让中国人看
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尤其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
与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区别。这一切为中
国精英们重新选择真理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立体

的参照。在现实的强烈的反差中，马克思主义以
独特的品质和博大的情怀，给苦苦寻求救国良方
的中国精英们巨大的鼓舞，于是，“一些先进的中
国人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它”［８］。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从根

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
世界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呼唤。
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是回应时代的呼唤，发

现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
人正是以在社会实践中发现的矛盾与问题为起

点，通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展开其科学的理论体
系。１９世纪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暴露，无产阶级
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迫切需要科学的
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无产
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其独
到的视角和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
的历史，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
唯物史观。他们进一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细致的解剖，揭示了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
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一步以改造世界为己

任，毕生都在完善他们的理论体系，并把他们的理
论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为此，他们始终密切关

注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动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马克思恩格斯以其全球的眼
光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并且对中国问题寄予高
度关注。他们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
对华贸易》《鸦片贸易史》等文章中，不仅高度赞赏
中国人的战斗精神，而且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
前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从实践的层面

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
对时代呼唤的回应是正确的。时代需要伟大理
论，只有正确地回应时代需要的理论才能在实践
中大放异彩，彰显并实现理论自身的价值。鸦片
战争后，中国的精英们几乎从西方搬来了整个资
产阶级的思想库。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验注定
要失败，这里有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局限，更有资
本主义理论与时代发展特别是与中国国情的根本

冲突。反观马克思主义，虽为“迟到”的真理，却是
唯一在中国开花结果的思想。在她诞生后的半个
世纪，始终被人为地拒止在国门之外。从派往欧
洲的留学生，到深入资本主义大本营考察的大清
王朝的官员，都不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以致于有
了这样的异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鸦片战争
时就关注中国的问题，而中国人直到１９世纪的最
后两年才从传教士那儿知道了马克思其人。到了
２０世纪初，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其中不乏形形
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社
会主义等等。在纷至沓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中，最早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
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只有科学社会主义
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赢得中国人民的青睐，在斗
争中发展，成为２０世纪中国的“显学”，成为中国
革命的指导思想。究其原因，最基本的一条就是
因为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即马克思
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本质和实践品质决定了马

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时代化，必须通过“两个结
合”的途径才能够实现她的光荣使命。

“两个结合”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在
中国的实践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
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所谓“人类的彻底
解放”（撇开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包括如下两方
面的内涵：一方面，指人的政治的解放。即把人从
落后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摆脱一切剥削和压
迫，实现人的政治自由，使人成为社会的和自己的
主人；另一方面，指人的思想的解放。即把人从旧
的腐朽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摆脱传统观念和
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人的精神（思想）的自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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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为精神上独立的人。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和
人类的彻底解放，不仅是要从旧的制度中解放出
来，还要从旧文化中解放出来；不仅要建立一种新
制度，还要再造一种新文化。社会革命（核心是制
度革命或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实现这种解放
的必经途径，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摧毁旧的封建的
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代表人民意志的新制度，才
能实现人的政治的自由；只有通过文化革命，扬弃
有着人类历史上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重
塑人民大众的新文化，才能实现人的精神的自由。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内在要求。世界观是对于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的
根本观点，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统一，其根本的作
用在于“指南”。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
克思主义必须是也只能是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与
具体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走“结合”的道路。实际
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就没有把他们的理
论视为一成不变的“真理”，而是相反。早在１８４３
年，马克思就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我
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
世界发现新世界”“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
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９］恩格斯晚年多次在
与友人的通信中强调这一立场。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２６
日，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
声称：“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１０］５８６１８９５年３月
１１日，恩格斯又在致韦尔纳·桑巴特面雷斯劳的
信中明确表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
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１０］６６４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本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
有在中国具体的国情基础上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中国的实际、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国情的最
基本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个结合”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价值所在。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历史担当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
律性的，同时也是合目的性的，是“自然历史过程”
和“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因为人是社会发
展的主体，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是“现实的”
“活生生的人”创造了整个世界历史，以及历史上
的一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代的呼唤、理
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
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
实，则取决于历史实践的主体，实践主体的智慧与
历史担当是实现这种“结合”的现实性力量的来

源，它决定着“结合”的形式及其结果。
中国共产党作为２０世纪中国的新生力量登

上历史舞台，绝不是偶然的。当中国革命呼唤着
科学的理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适时地随着纷至
沓来西方思潮传入中国的时候，一个与既往任何
政治力量都有着本质区别的政党，一个以国家独
立民族复兴为使命、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价值诉
求的政治力量，就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期盼。
而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

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核
心价值一脉相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
理论基础之上的”。［１１］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关联，决定
了她还在摇篮中的时候就以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未

竟的事业为己任，并以其卓越的智慧，明确了理论
选择和发展道路等基本问题。如前所述，２０世纪
初，当源于西方的各种学说纷纷涌入中国的时候，
要不要选择马克思主义？如果选择了马克思主

义，是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还是把马克思
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走结合的道路？如此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厘清，都面临着选择。在
这个思想大解放，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各种
思潮激烈碰撞的时代，聆听并正确地甄别、诠释时
代的呼唤，作出正确选择，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
历史的担当。还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因为那
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恰
恰有着这样的智慧与担当。他们不仅在与反马克
思主义的斗争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

的理论地位，而且通过与无政府主义、东方文化中
心主义等思想流派的论争，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
的作用，在一定范围达成了中国应该建立无产阶
级政党的共识，并且讨论了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
阶级专政等重大问题，从而厘清了中国革命发展
的方向。如果说，新文化运动通过对中西文化的
检讨，在一定范围内推进了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障碍，马克思主义与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则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使命和方向。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

突然的，当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时，他的使命
和道路就已经注定了，已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

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虽然革命的道
路艰难曲折，虽然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
中也有人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
人在坚持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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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从未动摇过。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把社
会革命与文化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１９２１年７
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仅明确了党要
采取苏维埃的形式，而且对党的宣传工作做出了
全面的规定。党的“一大”之后，党中央就成立了
党的出版机构、创办了一批党的报刊，把广泛深入
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中国
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三大运动即工人运动、农民运
动、士兵运动，本质上就是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高
度统一的革命运动。谁也不能否定我们党发动群
众、教育群众的文化革命意蕴和功能。坚持社会
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一贯的

立场。毛泽东曾经在１９４１年的一次讲演中非常
坦率地表达了党的这一立场，他说：“我们不但要
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
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
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
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１２］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两个结合”才可能成为现
实的决定力量，是“两个结合”逻辑起点的决定要
素。“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使然，
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必然逻

辑，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已经

走过百年光辉历程，一百多年的重要经验之一，就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两个结合”。坚持
“两个结合”也是新时代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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